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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情境下公众信任受损的行为策略演化博弈

———基于非营利组织与公众互动的视角

侯俊东，滕艳娇

摘　要：基于 “社会公众—非营利组织”双利益主体，运用演化博弈论中的复制动态方法，揭示了危机

情境下信任受损时二者间行为策略互动的演化轨迹及方向。研究结果表明，非营利组织采取积极策略终将赢

得公众的继续信任，而采取消极策略也有赢得公众继续信任的可能，但也存在面对公众信任受损的风险。其

中，危机情境下捐赠者的捐赠成本与潜在收益，非营利组织积极策略成本、消极策略下其承担的社会风险及

捐赠者捐赠时承受的心理成本等因素对两主体行为策略演化方向具有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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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营利组织在发展壮大与履行公益使命的同时，丽江妈妈胡曼丽、郭美美、慈善仓库转租等危机
情境层出不穷，损害了社会公众对非营利组织的信任基础。可见，危机情境是公众对非营利组织信任
受到损害的关键诱因。与此同时，网络技术的发展应用及其社会化效应，使得这些诱因在虚拟与现实
世界中交互扩散，进一步增大了公众对非营利组织信任受损的威胁。通常，信任受损是介于信任与不
信任的一种中间状态，会影响捐赠者的决策行为与非营利组织的募捐机制。此时，公众如何理性把握
自己的捐赠行为对于引导资源合理流动、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极为关键。同时，非营利组织如何有效应
对以减少或避免公众信任受损对于提升组织募捐绩效和资源动员能力、快速恢复其公信力至关重要。
尽管这是两个看似分离的问题，但社会公众与非营利组织是因 “捐赠”而相互联系的两个行为主体，
是因 “信任”而彼此联结的两个关系对象，故现有研究从任何单一主体视角寻求答案都不会准确。为
此，本文试图基于 “公众—非营利组织”双利益主体，探索危机情境下信任受损时二者间行为策略的
互动规律，以期为公众的理性捐赠和非营利组织信任受损的快速修复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

一、相关研究评述

信任非常脆弱，经常被破坏［１］。当施信者对受信者的意图和行为具有正向的信任期望，而实际
结果与正向期望不一致的时候，信任受损便发生了［２］，它往往会对受信者的认知、情绪及行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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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３］。在认知层面，受信者会分析行为的严重性及责任归属；在情感层面，受信
者会经历恐惧、愤怒、心痛等情感冲击［４］；在行为反应层面，受信者容易产生不满意感［５］、减少积
极行为［６］、并引发消极行为甚至破坏性行为［７］（Ｐ２４６－２６０）等。于是，一些学者针对信任受损的形成原
因［８］、影响因素［９］、结果［６］及修复方式［１０］［１１］等展开了研究。不过，这些成果多局限于单一主体，
未能有效揭示信任受损或恢复进程中施信者与受信者二者的策略调整过程及影响二者策略选择的关

键因素，而且其研究范畴主要为商业或政府部门。
随着非营利组织重要作用的发挥，信任研究也逐步拓展到公益领域。而近年来多发、频发的负

面事件，损伤了公众对非营利组织的信任，这不仅影响到组织自身的生存发展，更损害了社会公共
利益，影响了社会诚信建设［１２］，负面效应强烈。因此，部分学者针对信任危机产生的原因、后果
及应对措施展开了一系列研究［１３］［１４］［１５］［１６］。不过，信任受损不完全等同于信任危机，也异于信任和
不信任。虽然也有学者理论诠释了个人捐赠者信任受损的内涵及其决定因素［１７］，但未涉及信任受
损发生过程中两主体行为策略互动规律的讨论，而这是公众理性捐赠决策形成及非营利组织信任恢
复的依据和前提。
更为重要的是，公众与非营利组织的交互行为往往是在具有不确定性和有限理性的空间中进行

的［１８］，二者之间的信任与受信行为会相互影响，其行为结果经舆论传播后又将进一步作用于他人
行为。可见，个体信任受损后的行为不仅与自身动机有关，更受到其他个体及环境的影响。因此，
公众对非营利组织的信任受损行为是一个动态的、演化发展的过程。然而，在公益领域中，对信任
或信任受损的已有研究主要是运用文献分析、比较研究、归纳总结以及调查统计等静态方法，无法
有效揭示危机情境中多种因素影响下公众与非营利组织互动过程中的复杂规律。而演化博弈论以有
限理性与不完全信息为基础，强调动态分析，突破了完全理性和静态分析的局限［１９］，为解释 “公
众—非营利组织”行为策略的互动规律提供了良好的理论途径。目前，演化博弈理论被认为是研究
合作行为的一个最有力工具，但演化稳定策略与选择机制动态方程如何联系起来以及通过选择机制
所获得的均衡的精练是否是演化稳定策略还是尚未解决的问题［２０］，这需要在演化相位图的基础上
进一步分析其演化路径及方向，以描述均衡与动态的选择过程之间的关系。另外，在应用演化博弈
理论分析社会经济系统演化现象时，需要做出一系列理论上的修正［２１］［２２］。无疑，将其应用到以
“利他主义”为基础的捐赠领域时，也是如此。因此，本文运用演化博弈中的复制动态方法，考虑
公众的有限理性及利他动机、非营利组织的适应性学习能力及志愿特性等，建立危机诱因出现后非
营利组织与公众之间的动态博弈模型，并对其演化路径进行分析，以确定二者间行为互动的动态均
衡策略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二、危机情境下公众信任受损的演化博弈模型

（一）模型描述
根据是否有过捐赠经历，可将公众划分为捐赠者和非捐赠者。假定一个非营利组织的捐赠者与

非捐赠者在社会公众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α与１－α，α∈［０，１］。危机情境下，非营利组织往往
会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通常可归纳为两类：积极策略 （策略Ｔ，包括向公众公布事实真相、进行
公开致歉并弥补过错、加强自身信息披露的公开透明化等）和消极策略 （策略Ｎ，包括进行隐瞒或
扭曲事实真相、推卸责任、对危机诱因置之不理等）。公众具有有限理性［２３］和利他主义动机。在危
机诱因出现后，公众会通过对自身得益状况的判断，调整自己对危机诱因相关、可能发生信任受损
的非营利组织 （简称受损组织，记为ＴＤＮＯ）的捐赠行为与策略。实际上，公众对ＴＤＮＯ所采取
的不同态度和行为的策略是一个连续集，这一连续集可划分为两个不同的状态：信任 （策略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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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受损（策略Ｎ），本文将其作为一对平行策略引入公众的策略集。
危机诱因出现后，一些ＴＤＮＯ采取积极策略 （策略Ｔ），赢得部分公众的信任（策略Ｔ）。选择继续

信任的捐赠者的得益为ｇ－ａ，ｇ为因继续捐赠所获得的潜在收益（如获得的心理慰藉感、精神满足感、
声望等），ａ为捐赠成本（包括捐赠者直接捐赠的货币或物资、捐赠时付出的时间成本及精力成本等）。

ＴＤＮＯ的得益为ｄ－ｃ，ｄ为因捐赠者的信任而获得的捐赠收益，ｃ为ＴＤＮＯ采取积极策略的成本，包
括调查事实真相费用、召开新闻发布会等舆论宣传成本以及强化组织建设所耗费的成本等。Ｓｌｏｖｉｃ认
为，由于人的心理倾向上的负面效应，消极事件降低信任的程度强于积极事件提高信任的程度［２４］。因
此，在危机诱因出现前已选择不进行捐赠的非捐赠者，在危机诱因出现后更不会选择捐赠。故危机诱
因出现后非捐赠者选择继续信任ＴＤＮＯ的得益为０，此时，ＴＤＮＯ的损失为ｃ。
另一方面，尽管ＴＤＮＯ采取积极策略（策略Ｔ），但部分捐赠者仍发生信任受损（策略Ｎ），进而

改变对该组织的捐赠策略，假设捐赠者节约了捐赠成本ａ。此时，ＴＤＮＯ不仅需承担积极策略成本

ｃ，同时需承担因破坏捐赠者信任而损失的捐赠收益ｌ。当然，部分非捐赠者对该组织也可能出现信
任受损，但其得益仍旧为０，而非营利组织得益为－ｑ－ｃ，ｑ为未来可能转变为捐赠者的非捐赠群
体给ＴＤＮＯ带来的捐赠收益。
相反地，在危机诱因出现后部分ＴＤＮＯ采取消极策略 （策略Ｎ）。在该策略下，部分公众仍旧

选择继续信任ＴＤＮＯ（策略Ｔ），其得益为ｇ－ａ－ｅ，ｅ为ＴＤＮＯ采取消极策略下捐赠者出于情感依
赖等原因选择继续信任该组织，并向其捐赠所承受的心理成本，主要是源自信任受损的公众对其不
认同、抵制、质疑等造成的心理压力。Ｈｏｍａｎｓ认为，一个人的行为很大程度上受到该行为被认同
和奖励程度的影响［２５］。危机诱因强度越高，负面言论传播越广泛，影响越深刻，公众对向ＴＤＮＯ
捐赠的行为越不认同。可见，ｅ与危机诱因强度高度关联。此时，ＴＤＮＯ的得益为ｄ－ｒ，ｒ为该组
织采取消极措施将面临信任受损蔓延或出现信任危机的社会风险。而非捐赠者选择继续信任ＴＤ－
ＮＯ的得益仍旧为０，ＴＤＮＯ的得益为－ｒ。
另一方面，由于ＴＤＮＯ采取消极策略（策略Ｎ），部分捐赠者对该组织信任受损（策略Ｎ），故选

择不捐赠，节约捐赠成本ａ。此时，ＴＤＮＯ的损失为ｌ。同时，非捐赠者对ＴＤＮＯ的信任也会受
损，其得益仍旧为０，ＴＤＮＯ的损失为ｑ。
根据上述分析，可用表１来描述危机情境下非营利组织与公众两主体的博弈得益情况。

表１　信任受损情境下非营利组织与公众的博弈支付矩阵

　　　　　　　公众

　
　
非
营
利
组
织

捐赠者 非捐赠者

信任（Ｔ） 信任受损（Ｎ） 信任（Ｔ） 信任受损（Ｎ）

积极策略（Ｔ） ｄ－ｃ，ｇ－ａ －ｌ－ｃ，ａ －ｃ，０ －ｑ－ｃ，０
消极策略（Ｎ） ｄ－ｒ，ｇ－ａ－ｅ －ｌ，ａ －ｒ，０ －ｑ，０

（二）演化博弈模型的建立
在危机情境下非营利组织与公众行为互动中，假设非营利组织采取积极策略的概率为ｘ，采取

消极策略的概率为１－ｘ；公众采取信任该组织策略的概率为ｙ，采取对该组织信任受损策略的概率
为１－ｙ。于是，非营利组织采取积极策略时的平均得益ＵＴ 为：

ＵＴ ＝α［ｙ（ｄ－ｃ）＋（１－ｙ）（－ｌ－ｃ）］＋（１－α）［ｙ（－ｃ）＋（１－ｙ）（－ｑ－ｃ）］ （１）
非营利组织采取消极策略时的平均得益ＵＮ 为：

ＵＮ ＝α［ｙ（ｄ－ｒ）＋（１－ｙ）（－ｌ）］＋（１－α）［ｙ（－ｒ）＋（１－ｙ）（－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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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非营利组织获得的平均得益珡Ｕ为：
珡Ｕ ＝ｘＵＴ＋（１－ｘ）ＵＮ ＝ｘ｛α［ｙ（ｄ－ｃ）＋（１－ｙ）（－ｌ－ｃ）］＋（１－α）［ｙ（－ｃ）＋（１－ｙ）（－ｑ－ｃ）］｝

＋（１－ｘ）｛α［ｙ（ｄ－ｒ）＋（１－ｙ）（－ｌ）］＋（１－α）［ｙ（－ｒ）＋（１－ｙ）（－ｑ）］｝ （３）
根据复制动态方程可以得到非营利组织采取积极策略的动态演化方程为：

Ｕ（ｘ）＝ｄｘ／ｄｔ＝ｘ（ＵＴ－珡Ｕ）＝ｘ（１－ｘ）（ｒｙ－ｃ） （４）
同理可得，公众采取信任策略的动态演化方程为：

Ｖ（ｙ）＝ｄｙ／ｄｔ＝ｙ（ＶＴ－珚Ｖ）＝αｙ（１－ｙ）（ｅｘ＋ｇ－２ａ－ｅ） （５）

该演化博弈模型稳定则意味着ｄｘ
ｄｔ
＝０，ｄｙｄｔ

＝０同时成立，即

ｘ（１－ｘ）（ｒｙ－ｃ）＝０
αｙ（１－ｙ）（ｅｘ＋ｇ－２ａ－ｅ）＝烅
烄

烆 ０
（６）

由方程 （６）可求出该模型有五个平衡点，且平衡点依次为：

Ｏ（０，０），Ａ（０，１），Ｂ（１，１），Ｃ（１，０），Ｄ（１－ｇ－２ａｅ
，ｃ
ｒ
）

三、危机情境下公众信任受损的演化博弈结果

（一）演化路径分析

１．当ｃ＞ｒ、ｇ＜２ａ时，演化系统具有４个平衡点Ｏ（０，０）、Ａ（０，１）、Ｂ（１，１）、Ｃ（１，０）。其中，

Ｏ为稳定点，Ａ、Ｂ、Ｃ均为不稳定点。根据复制动态方程，对解曲线上的任何一点（ｘ，ｙ）均有ｄｘｄｔ ＜

０、ｄｙｄｔ ＜
０，即非营利组织采取积极策略的概率ｘ与公众采取信任策略的概率ｙ均逐步降低，系统将

逐步收敛于稳定的平衡点Ｏ（０，０），如图１所示。

２．当ｃ＞ｒ、２ａ＜ｇ＜２ａ＋ｅ时，演化系统具有４个平衡点Ｏ（０，０）、Ａ（０，１）、Ｂ（１，１）、Ｃ（１，

０），其中，Ｏ为稳定点，Ａ、Ｂ、Ｃ为不稳定点。点Ｄ（１－ｇ－２ａｅ
，ｃ
ｒ
）将Ｏ、Ａ、Ｂ、Ｃ围成的正方形区

域分成左右两个部分，分别用Ⅰ和Ⅱ表示（如图２所示）。当初始状态处于区域 Ⅰ时，即０＜ｘ＜１

－ｇ－２ａｅ
、０＜ｙ＜１，在该区域中

ｄｘ
ｄｔ ＜

０、ｄｙｄｔ ＜
０，则随着时间的推移，概率ｘ与ｙ均逐步降低；当

初始状态处于区域 Ⅱ 时，即１－ｇ－２ａｅ ＜ｘ＜１、０＜ｙ＜１，在该区域中
ｄｘ
ｄｔ ＜

０、ｄｙｄｔ ＞
０，故概率

图１　ｃ＞ｒ，ｇ＜２ａ时系统演化趋势图 图２　ｃ＞ｒ，２ａ＜ｇ＜２ａ＋ｅ时系统演化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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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逐步减小，而概率ｙ逐步增大，但系统最终将收敛于稳定的平衡点Ｏ（０，０）。

３．当ｃ＜ｒ、ｇ＜２ａ时，系统具有４个平衡点Ｏ（０，０）、Ａ（０，１）、Ｂ（１，１）、Ｃ（１，０）。其中，Ｏ为

稳定点，Ａ、Ｂ及Ｃ为不稳定点。点Ｄ（１－ｇ－２ａｅ
，ｃ
ｒ
）将Ｏ、Ａ、Ｂ、Ｃ围成的正方形区域分成上下两

个部分，下方区域用Ⅰ表示，上方区域用Ⅱ表示（如图３所示）。当初始状态处于区域Ⅰ时，即０＜

ｘ＜１、０＜ｙ＜ｃｒ
，在该区域中ｄｘ

ｄｔ ＜
０、ｄｙｄｔ＜

０，故概率ｘ与ｙ均逐步降低；当初始状态处于区域Ⅱ

时，即０＜ｘ＜１、ｃｒ ＜ｙ＜１
，在该区域中ｄｘ

ｄｔ ＞
０、ｄｙｄｔ ＜

０，则概率ｘ逐步增加，而概率ｙ逐步减

小，但系统仍将收敛于稳定的平衡点Ｏ（０，０）。

４．当ｃ＜ｒ、２ａ＜ｇ＜２ａ＋ｅ时，系统具有５个平衡点Ｏ（０，０）、Ａ（０，１）、Ｂ（１，１）、Ｃ（１，０）、

Ｄ（１－ｇ－２ａｅ
，ｃ
ｒ
）。其中，Ｏ、Ｂ为稳定点，Ａ、Ｃ为不稳定点，Ｄ为鞍点。鞍点Ｄ将Ｏ、Ａ、Ｂ、Ｃ围

成的正方形分成四部分，依次用 Ⅰ、Ⅱ、Ⅲ 及 Ⅳ 表示（如图４所示）。当初始状态处于区域 Ⅰ 时，即

０＜ｘ＜１－ｇ－２ａｅ
、０＜ｙ＜ｃｒ

，在该区域中ｄｘ
ｄｔ ＜

０、ｄｙｄｔ ＜
０，则概率ｘ与ｙ均逐步降低，系统最

终趋于稳定的平衡点Ｏ（０，０）；当初始状态处于区域 Ⅱ 时，即１－ｇ－２ａｅ ＜ｘ＜１、０＜ｙ＜ｃｒ
，在

该区域中ｄｘ
ｄｔ ＜

０、ｄｙｄｔ＞
０，则概率ｘ逐步降低，而概率ｙ逐步增加，系统最终趋于鞍点Ｄ（１－ｇ－２ａｅ

，

ｃ
ｒ
）；当初始状态处于区域 Ⅲ 时，即１－ｇ－２ａｅ ＜ｘ＜１、ｃｒ ＜ｙ＜１

，在该区域中ｄｘ
ｄｔ ＞

０、ｄｙｄｔ ＞
０，

则概率ｘ与ｙ均逐步增加，系统最终趋于稳定的平衡点Ｂ（１，１）；当初始状态处于区域 Ⅳ时，即０＜

ｘ＜１－ｇ－２ａｅ
、ｃ
ｒ ＜ｙ＜１

，在该区域中ｄｘ
ｄｔ ＞

０、ｄｙｄｔ ＜
０，则概率ｘ逐步增加，但概率ｙ逐步降低，

系统最终趋于鞍点Ｄ（１－ｇ－２ａｅ
，ｃ
ｒ
）。

图３　ｃ＜ｒ，ｇ＜２ａ时系统演化趋势图 图４　ｃ＜ｒ，２ａ＜ｇ＜２ａ＋ｅ时系统
演化趋势图

５．当ｃ＜ｒ、ｇ＞２ａ＋ｅ时，演化系统有４个平衡点Ｏ（０，０）、Ａ（０，１）、Ｂ（１，１）、Ｃ（１，０）。其中，

Ｂ为稳定点，Ｏ、Ａ、Ｃ为不稳定点。Ｄ（１－ｇ－２ａｅ
，ｃ
ｒ
）将Ｏ、Ａ、Ｂ、Ｃ围成的正方形区域分成上下两

个部分，分别用 Ⅰ 和 Ⅱ 表示（如图５所示）。当初始状态处于区域 Ⅰ 时，即０＜ｘ＜１、０＜ｙ＜ｃ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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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区域中ｄｘ
ｄｔ ＜

０、ｄｙｄｔ＞
０，则概率ｘ逐步降低，但概率ｙ逐步增加；当初始状态处于区域Ⅱ时，即

０＜ｘ＜１、ｃｒ ＜ｙ＜１
，在该区域中ｄｘ

ｄｔ ＞
０、ｄｙｄｔ ＞

０，则概率ｘ和概率ｙ均逐步增加，系统最终收敛

于稳定的平衡点Ｂ（１，１）。

６．当ｃ＞ｒ、ｇ＞２ａ＋ｅ时，演化系统具有４个平衡点Ｏ（０，０）、Ａ（０，１）、Ｂ（１，１）、Ｃ（１，０）。其中，Ａ

为稳定点，Ｏ、Ｂ、Ｃ为不稳定点。根据复制动态方程，对解曲线上的任何一点（ｘ，ｙ）均有ｄｘｄｔ ＜
０、ｄｙｄｔ ＞

０，

即概率ｘ逐步减小，而概率ｙ逐步增大，则系统逐步收敛于稳定的平衡点Ａ（０，１），如图６所示。

图５　ｃ＜ｒ，ｇ＞２ａ＋ｅ时系统演化趋势图 图６　ｃ＞ｒ，ｇ＞２ａ＋ｅ时系统演化趋势图

由上述演化轨迹可知：当且仅当２ａ＜ｇ时，博弈模型才具有到达理想稳定状态Ａ（０，１）、Ｂ（１，１）的可
能性。而且，当２ａ＋ｅ＜ｇ时，博弈模型必然到达动态均衡状态。其中，当ｃ＞ｒ、２ａ＋ｅ＜ｇ时，博弈模型
必然到达理想稳定状态Ａ（０，１）；当ｃ＜ｒ、２ａ＋ｅ＜ｇ时，博弈模型必然到达理想稳定状态Ｂ（１，１）。
另外，图４描述了ｃ＜ｒ、２ａ＜ｇ＜２ａ＋ｅ条件下危机情境下公众信任受损时利益主体演化博弈

的动态过程，当初始状态在区域 Ⅰ 时，系统将收敛于Ｏ（０，０），即非营利组织采取消极策略，公众采
取信任受损策略；当初始状态在区域 Ⅲ 时，系统将收敛于Ｂ（１，１），即非营利组织采取积极策略，公
众采取信任策略；当初始状态落在区域Ⅱ或Ⅳ时，系统则收敛于鞍点Ｄ，具体收敛方向取决于Ｏ或

Ｂ的发生概率即区域Ⅰ或Ⅲ的面积。由此可见，根据初始状态的不同，非营利组织与公众博弈的长
期演化趋势会截然不同。尽管Ｏ（０，０）与Ｂ（１，１）都是系统演化的稳定状态，但基于非营利组织角
度，Ｂ（１，１）是期望得到的最终演化结果。

（二）关键因素分析
假定系统的初始条件是随机的，并且均匀分布在平面Ｎ＝｛（ｘ，ｙ）：０≤ｘ≤１，０≤ｙ≤１｝内，

如图４所示，那么通过参数的调整使区域Ⅰ面积减少，或使区域Ⅲ面积增大，能够使得鞍点向左下
方移动，令系统达到理想稳定状态Ｂ（１，１）的概率增加。可见，部分参数对系统演化方向具有关键
性作用，具体来说：

１．危机情境下，当捐赠者选择继续信任该组织并进行捐赠而获得的潜在收益ｇ减小时，鞍点
的横坐标向右移动，纵坐标不变，此时区域Ⅰ面积增大，区域Ⅲ的面积减少，则理想状态出现的概
率减小。相反，ｇ增大时，区域Ⅰ面积减小，区域Ⅲ的面积增大，则理想状态出现概率增大。这说
明通过提高危机情境下公众捐赠的潜在收益，可提高系统达到理想稳定状态Ｂ（１，１）的概率。这是
因为捐赠的潜在收益越大，公众认为自身的捐赠越有意义与必要性，尽管现实中存在一定的危机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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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但与自身收益相比，其影响相对较小，故公众选择继续信任而进行捐赠。如中民慈善捐助信息
中心发布报告显示，２０１３年全国接收国内外社会各界的款物捐赠总额约９８９．４２亿元，在经历了

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２年连续两年捐赠额下降后完成第一次回升，其主要原因为２０１３年自然灾害频发、非
营利部门的大力倡导以及慈善政策的进一步完善，令公众感知捐赠行为对社会救助与慈善事业的意
义及价值，间接提高了公众捐赠的潜在收益，从而较大程度上激发了其捐赠意愿与热情。

２．危机情境下，当非营利组织采取消极策略时，公众选择继续信任并捐赠后所承受的心理成
本ｅ减小时，鞍点的横坐标向左移动，纵坐标不变，此时区域Ⅰ面积减小，区域Ⅲ的面积增大，则
理想状态出现概率增大。相反，当ｅ增大时，区域Ⅰ面积增大，区域Ⅲ面积减少，理想状态出现的
概率减小。这说明能够通过减小捐赠者的心理压力，使得系统达到理想稳定状态Ｂ（１，１）的概率增
大。原因在于，在危机诱因出现后，非营利组织采取消极策略，公众继续捐赠时需要承担那些采取
信任受损策略的公众质疑或不认同的心理压力。当心理压力加大，乃至超过其忍受能力时，他们继
续捐赠的心理契约断裂，故极可能终止捐赠以平息质疑；而当心理压力减小时，由于个人内在的利
他动机或外在的非营利组织情感依赖等心理效应，公众会进行持续捐赠以增进社会福利。

３．当危机情境下捐赠者选择继续信任该组织并进行捐赠所承担的捐赠成本ａ减小时，鞍点的
横坐标向左移动，纵坐标不变，此时区域Ⅰ面积减小，区域Ⅲ的面积增大，则理想状态出现概率增
大。相反的，当ａ增大时，区域Ⅰ面积增大，区域Ⅲ面积减少，则理想状态出现的概率减小。这说
明能够通过减小公众的捐赠成本，使得系统达到理想稳定状态Ｂ（１，１）的概率增大。捐赠成本减
小，一方面说明便捷的捐赠方式 （如支付宝、微信红包），形成了较低的捐赠价格；另一方面，也
可能是共享公益理念使得捐赠数额呈现小额化趋势，降低了公众对危机情境下信任受损后的捐赠损
失的敏感程度，从而维持其捐赠行为。如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发布的 《２０１２年度中国慈善捐助
报告》称，２０１２年全国接收国内外各界捐赠继２０１１年后连续第２年下降，其中大额捐赠大幅回
落，但网络微捐赠中多家网络捐赠平台捐赠人数与捐赠金额均超过２０１１年，已经成为重要的募捐
途径。另外，《２０１３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显示个人捐赠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捐赠额分别为１分、

１０元和１元，之后是１００元、２０元和５０元，由此可见小额捐赠者数量之大及其显著的重要性。

４．当非营利组织采取积极策略所承担的策略成本ｃ减小时，鞍点的纵坐标向下移动，横坐标
不变，此时区域Ⅰ面积减小，区域Ⅲ面积增大，则理想状态出现概率增大。相反的，当ｃ增大时，
区域Ⅰ面积增大，区域Ⅲ面积减少，则理想状态出现的概率减小。这说明能够通过减小积极策略的
成本，使得系统达到理想稳定状态Ｂ（１，１）的概率增大。一方面，策略成本ｃ的减小意味着非营利
组织应对危机的能力与效率在提高，故更值得公众的持续信任。但反过来，当积极策略成本增大
时，对于公益资金不足的非营利组织也是一种较大的经济负担，此时可能会权衡社会风险出现的概
率及强度而采取消极策略，以节省高昂的积极策略成本，如２０１１年 “郭美美事件”的爆发将红十
字会推至风口浪尖，引发公众的普遍关注与热议，其中大多数为质疑与强烈指责观点，短时间内平
息众议的积极策略成本高昂，故红十字会暂时采取发表笼统声明等消极策略应对。

５．当非营利组织采取消极策略所承担的信任受损蔓延的社会风险ｒ减小时，鞍点的纵坐标向上移
动，横坐标不变，此时区域Ⅰ面积增大，区域Ⅲ面积减小，则理想状态出现概率减小。相反的，当ｒ
增大时，区域Ⅰ面积减小，区域Ⅲ面积增大，则理想稳定状态Ｂ（１，１）出现的概率增大。这是因为当危
机诱因强度较高，非营利组织采取消极策略所承担的信任受损蔓延的社会风险较大时，一旦信任危机
出现将给非营利组织带来难以预估的损失，此时非营利组织综合考虑收益与成本之间的关系，必然会
采取一定的积极策略，有效规避风险。如２０１４年８月，“郭美美事件”尚未完全平息，红十字会再次
被曝出将备灾救灾仓库出租给某公司谋取利益，该事件较大程度上增大了公众对红十字会信任受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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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红十字会的策略选择对于能否有效避免公众信任的再次缺失、快速恢复组织公信力显得尤为关
键。为了有效规避组织在公信力尚未完全恢复的情境下再次受创的巨大风险，红十字会采取了承认危
机诱因、详细阐述事实真相及原因并承诺立即停止出租行为等一系列积极策略。

上述分析表明，危机诱因出现后，公众的捐赠成本ａ、非营利组织消极策略下公众捐赠所承受的
心理成本ｅ、非营利组织积极策略成本ｃ的减小，以及公众捐赠潜在收益ｇ、非营利组织采取消极策略
所承担的信任受损蔓延的社会风险ｒ的增大，都能够增大公众与非营利组织行为互动中达到理想稳定
状态的概率，这也体现了这几个关键要素在危机情境下公众信任受损行为的演化规律中的重要作用。

四、结论与启示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以及社会转型的加速，非营利组织的作用越发重要。然而，众多与非营
利组织诚信相关的负面事件诱发了公众的广泛质疑，损伤了公众的信任水平，较大程度上抑制了公众
的捐赠热情，对非营利组织的生存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这进一步表明信任受损危机诱因出现后
公众与非营利组织行为策略的互动选择决定了募捐的效果与效率。因此，本文运用演化博弈理论的复
制动态方法，建立了危机诱因出现后非营利组织与公众的动态演化博弈模型，对两利益主体行为策略
的不同演化路径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对影响系统到达理想稳定状态概率的关键因素展开了讨论。结
果表明：危机诱因出现后，非营利组织与公众之间的博弈存在三个进化稳定策略 （ＥＳＳ）：Ｏ（０，０）、

Ａ（０，１）与Ｂ（１，１），即危机情境下非营利组织采取积极策略，经过长期演化发展，终将获得公众的信
任，而采取消极策略也有获得公众继续信任的可能性，但也存在面对公众信任受损的风险。
本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在模型构建时，除突出博弈主体有限理性的特点外，还结合捐

赠行为出于利他心理的特点，在公众选择信任进行捐赠的得益中添加了主要表现为心理满足感等的
捐赠潜在收益，使得模型与现实背景更加符合。可能正是由于捐赠行为利他心理的原因，危机情境
下捐赠者选择继续信任并进行捐赠获得的潜在收益ｇ的水平成为了非营利组织能否获得公众继续
信任的决定性因素。第二，与演化博弈仅找出稳定点的多数研究不同，本文还进行了动态轨迹演化
分析，详尽解释了非营利组织与公众互动过程中进化稳定策略的具体选择过程，即危机情境下捐赠
者选择继续信任并进行捐赠的潜在收益ｇ及捐赠成本ａ、非营利组织采取积极策略所承担的策略成
本ｃ、非营利组织采取消极策略所承担的信任危机爆发的社会风险ｒ以及该策略下捐赠者选择继续
信任并进行捐赠所承受的心理成本ｅ均对博弈系统的演化路径有关键作用，这五个参数的变化能够
改变鞍点在博弈系统中的位置，从而改变博弈系统到达理想稳定状态的概率。
同时，本研究对非营利组织管理者 （尤其是公益传播者）有效规避公众的信任受损具有一定的实

践启示，即应密切关注社会公众捐赠的潜在收益水平。对于出现危机诱因的组织，如果确认捐赠者感
知其捐赠潜在收益足够高 （其阈值为２ａ＋ｅ）时，应综合考虑危机事件对其的影响，从而谨慎选择应对
策略。相反地，如果发现公众感知其捐赠潜在收益水平一般，即处于（２ａ，２ａ＋ｅ）内，且预估采取消极
策略所承担风险可能高于采取积极策略的成本时，非营利组织管理实践者不仅应及时实施积极的应对
策略，同时需要采用其他辅助手段 （如有效信息披露、微公益平台建设等）以提高赢得公众继续信任
的可能性。对于未出现危机诱因的组织，在其日常运营中也应高度关注提升捐赠者捐赠潜在收益的工
作 （如加强公益宣传力度，让公众形成 “捐赠有益、共享公益”的理念）及自身组织建设 （如优化实
施流程、加强内部财务控制、提高慈善运作效率，增强透明度等）工作，作为危机应急准备。

尽管本研究取得了一定的理论贡献与实践启示，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第一，我国非营利组
织存在明显的官办与草根性质差异，这也决定了公众捐赠后潜在收益的感知水平及信任受损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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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但本研究中没有对此予以区分。第二，本研究考虑了个人捐赠者，但法人也是非营利组织捐赠
收入的重要来源，故后续可以进一步考察危机诱因后非营利组织与法人捐赠主体行为互动的典型规
律。另外，由于公众、非营利组织、信任受损诱因并非孤立，而是一个网络中不同的组成部分，为
此后续可以扩展到复杂网络上的演化博弈分析方法，考虑危机诱因的网络传播速率、关键网络节点
的传染效应对两主体互动策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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